
地 理 学 报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第 75 卷 第 10 期

2020 年 10 月

Vol.75, No.10

October, 2020

上海职住优化效应的代际差异

朱 玮 1，梁雪媚 1，桂 朝 2，冯永恒 2，闫 嘉 2

（1.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上海 200092；2. 智慧足迹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100031）

摘要：城市的职住关系一直为研究者广泛关注。过剩通勤概念以实际通勤与理论最短通勤的

差距反映城市职住关系与通勤状态，是衡量通勤效率和优化潜力的常用指标。国内的过剩通

勤研究数量有限，且鲜有从年龄视角考察。本文利用2017年9月上海市手机网格数据，分析不

同年龄段居民的职住与通勤状态，采用模拟个人换居的方法测度过剩通勤，并探讨职住关系优

化效应的代际差异。结果表明：上海居民的职住关系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青年人是劣势群

体，老年人是优势群体，中年人介于其间；上海全市过剩通勤率为69%，职住关系优化的潜力和

效应巨大，可使得通勤距离显著减少，代际分异缓和，青年人的获得感最大，城市年龄空间结构

更加均衡。提出上海的空间规划和政策应以理想的城市年龄空间结构为目标，以提高人的居

住和就业空间的流动性、青年化城市中心、中老年化城市外围为途径。

关键词：职住关系；过剩通勤；年龄；手机网格数据；上海

DOI: 10.11821/dlxb202010011

1 引言

职住关系指城市居民居住地与工作地之间的空间关系[1]，是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重要
内容，又因其决定居民的通勤和出行，所以直接关乎民生质量。有学者将通勤与土地使
用关系的研究归为3类：职住平衡、过剩通勤和可达性[2]。国内学者对职住平衡及可达性
的研究比较丰富，而对过剩通勤的研究还很少，截至2018年2月在中国知网中检索关键
词“过剩通勤”“过度通勤”，得到包括综述[3-4]在内的文献不超过20篇；而在国外，过剩
通勤是职住关系研究的一个常用方法[2, 5-6]。

过剩通勤（Excess Commuting）的概念起源于经济学家Hamilton在1982年所提出的
浪费的通勤（Wasteful Commuting）概念[7]，指在一定城市空间结构下，实际通勤与最优
通勤之间的差距[6]。基于此概念，学者展开了许多讨论，也衍生了相关的指标[5]，而目前
采用最广的是指理论上的最短通勤距离与实际通勤距离的差异，即过剩通勤率。其中最
短通勤距离即假设居民相互交换居住地和就业地，使通勤成本达到最小的值。相比于职
住平衡和可达性，过剩通勤既反映现状，也包含理想状态，表征职住关系优化的一种潜
在效应。

城市整体层面的过剩通勤研究用于把握总体的通勤状态和职住优化效应[5-6]，在中国
开展的该类研究包括广州[8]、西安[9]、绵阳[10]、成都[11]、兰州[11]、中山[12]、北京[13]、上海[14]。
该层面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过剩通勤与城市形态的关系，紧凑的城市结构[15]、多中
心相较于单中心[11, 16]、相对集中的居住和相对分散的就业[17]都能有效减少过剩通勤。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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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维度研究过剩通勤则能使其测度更加精确，因为人们的偏好[18-19]和社会经济属性也同
时发生着作用[20]，甚至比空间结构更重要[11]。这些维度中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受到较多
关注，包含性别、户籍、职业、家庭结构、经济水平、产权、出行方式等[8, 12-13, 21-26]。但从
年龄角度的研究还很少，Horner等[27]对青年、中年、老年3类工作人群在不同城市中的过
剩通勤加以比较，发现有些地方老年人的过剩通勤最多，有些地方青年人的最多，这与
城市结构有较大的关系，比如在大学集中的城市，青年人职住相对接近，过剩通勤就比
较低。

不同年龄的人群对城市空间的需求和使用特征具有明显的规律和差异。中国大城市
的人口增长、空间扩张，加上老龄化、家庭结构变化，都在影响着职住关系与通勤[28-29]。
如果人口年龄空间分布与功能分布不相匹配，比如同为就业中心的城市中心老龄化[30]，
就必然导致人群需求与空间供给的错配（Mismatch）和浪费的通勤[31]。本文要回答的问
题是，以上海为例来看，不同年龄人群的职住、通勤现状如何？在不改变城市既有功能
结构的前提下，一个使得通勤更短的城市年龄空间结构可能是怎样的？职住关系优化产
生的居住空间、就业空间、生活区位的代际差异，即不同年龄群体间的差异又将如何？
空间规划和政策制定能从中得到怎样的启发？本文首先说明数据来源和分析方法；总结
上海职住关系的现状特征，包括居住分布、就业分布、通勤距离分布、居住区位分布，
均在不同年龄段下展开比较；随后估计并分析职住关系优化的效应及其代际差异；最后
总结分析结果并探讨规划和政策响应。

2 数据及方法

2.1 数据
研究采用智慧足迹核心洞察平台输出结果数据（Smart Steps Core Insight Platform

Output）。该数据以中国联通手机信令数据为基础，推断用户每天的驻留、出行、兴趣
点、兴趣路线、出行目的、出行时间等，加工成时空标签，并在空间上定位。由于该数
据的空间统计单元为间隔为500 m的点，由此形成点阵网格，将其简称为手机网格数据。

采用的数据集记录了2017年整个9月上海市域范围内1345万联通手机用户每天的出

行起讫位置、时间。根据每个用户该月的行为特征推断其居住地和工作地位置①。需要指

出的是，这里的“工作地”不仅包括用户的工作地点，也包括没有工作的学生和部分老
人的惯常出行目的地（如学校、公园、医院），因此比狭义的工作出行更加全面；同时，
也符合通勤的概念，即两地之间的规律性出行。根据居住地和工作地即可推算通勤距
离。该数据集亦包含用户的年龄段信息，将与职住关系进行交叉分析。

从本数据集中，提取年龄不小于19岁，记录行为天数不少于28 d的用户作为常住居
民。采用居住地和工作地均在此范围内的用户样本 100 余万人，占数据集总用户数的
7.5%。

数据样本年龄分布如图1所示，其中青年（19~39岁）、中年（40~59岁）、老年（60
岁以上） 3类人群的比例依次递减（74.6%、23.1%、2.2%）。而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简称六普） [32]的数据相比，青年人所占比例偏高，50岁以上老年人的比例偏低；与2017
上海户籍人口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20.6%相较[33]，亦偏低。可见，尽管样本年龄分布
的总体态势与实际一致，但分布有一定偏差，因此有关总体的分析结果会偏向青年人的

① 居住地指用户一个月内晚上（21:00至次日8:00）累加驻留时间最长的地点；工作地指用户一个月工作日内白天（9:00

至17:00）累加驻留时间最长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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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此外，考虑到老年人手机使用
的普及率相对较低，以及使用手机的
更可能是行动能力较好的老年人 [34]，
因此样本所反映的老年人相关职住特
征也可能有一定偏差。
2.2 方法

在基于空间分析单元（如交通小
区、人口普查区、行政区等）的过剩
通勤研究中，大多采用的线性规划方
法[35]，假定单元之间人的居住地和就
业地可互换，在约束单元中职住总量
的条件下，求得最优的居住和就业分布，以使得理论通勤距离最短。过剩通勤的概念基
于个体，但该方法的实现基于空间单元，个体信息经空间集计后产生损失，影响到过剩
通勤估计的精度。Niedzielski等[36]证明过剩通勤指数对空间单元尺度非常敏感，尺度越
小，过剩通勤估计越大，离散度越小。当下大数据资源的不断丰富，为个人尺度的过剩
通勤分析提供了更多可能，例如有研究采用手机信令数据[14]或采用公交智能卡数据[21]，
但他们都将个人数据集计到了交通小区。本文则以概念上最为精确的个人为分析单位，
不作职住量的空间单元集计，因此也就避免了可变空间单元问题（Modifiable Areal Unit
Problem, MAUP）。线性规划方法也就不适用，代之以直接模拟个人互换居住地（精确到
网格点）的方法。Hu等[37]用3565人的模拟数据进行个人换居模拟来估计过剩通勤，并与
空间集计的线性规划方法比较，发现个人换居方法的估计值更高。与之相比，本文采用
真实的职住数据，且样本量更庞大，为此开发了专门的算法，基本逻辑为：

① 遍历样本中所有的个人，判断其居住地和就业地的直线距离是否超过1 km。这是
一个主观确定的阈值，如果在1 km内，认为职住关系已经很好，无需换居，移出样本，
判断下一个人；

② 如果超过1 km，则在所有需要换居的个人中随机选择一个换居对象。如果该两人
互换居住地后，彼此的通勤距离均降低，则互换居所，同时判断两人新的职住距离是否小
于1 km以及是否要移出样本；否则重新选择一个换居对象，直至换居成功或者无人可换；

③ 回到过程①，如此循环往复至没有符合条件的居民为止，达到全局最短通勤状
态，模拟过程结束。

由于算法中有随机过程，并非每次模拟的结果会完全一致，但结果非常接近，大样
本量抵消了随机过程的不确定性。在此，过剩通勤（EC）的计算公式为：

EC =
∑

n = 1

N

Da
n -∑

n = 1

N

Dmin
n

∑
n = 1

N

Da
n

（1）

式中：n代表个人；N为样本量； Da
n 表示个人实际的通勤距离； Dmin

n 表示换居后最优的

通勤距离。
本文的过剩通勤指标与传统指标存在两点差异。① 本指标中的全局最短通勤是在互

换住地对双方均有利的约束下形成的；而传统指标中的全局最优存在一方获益、一方受
损的假定——一方缩短通勤距离以另一方增加通勤距离为代价，对其现实可行性一直存
在质疑[5, 38]；这是因为集合层面的线性规划方法无法细化到个人。而在个体层面，模拟互
换住地的方法就可以实现双方互利的原则，符合帕莱托最优 [39]，因此在现实上更加合

图1 样本年龄分布与六普数据的比较
Fig. 1 Age distribution of the sample compared to the sixth

national cen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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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② 我们没有让居民互换工作地，这也是从实际合理性考虑：人们工作的差异性大，
任意两人承担对方的工作要比接受对方的居住条件更困难。所以说，本文的过剩通勤指
标放松了传统指标的一些假定，增加了其现实合理性；理论上，也因此未将过剩通勤估
计推向极致（因为没有互换工作），但如果在这些条件下，本指标依然超过传统指标，则
可作为本方法之优越性的实证证据。

本文旨在揭示和探讨不同年龄居民职住关系的总体特征，无意追求细节的精确性，
因此采用相对简单、稳健的分析方法。将居住地和工作地的平面直线距离（欧式距离）
作为通勤距离；用分布、中位数、分位数等基本统计方法比较不同年龄人群的职住关系
差异；用核密度方法估计人口和行为的空间密度，可视化其空间分布特征。

3 现状职住关系特征

3.1 居住空间特征
上海市总体居住密度分布特征表现为（图 2）：高度集中于中心城区（外环以内），

向近郊连绵扩散，沿交通干线呈放射状，并在末端聚居区呈点状分布。中心城区中，浦
西居住密度较浦东高，且在内环高架路西北部的居住密度最高；浦东的高密度居住区集

图2 2017年上海市居民分年龄居住密度样本分布
Fig. 2 Residential density distributions by the age group of the sample in Shanghai i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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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内环路以内，以及中环金桥附近。居住连绵空间从市中心沿地铁线扩散，近郊末端
点状居住空间分布亦与地铁重合。由于样本中青年人占大多数，因此青年人的居住分布
与总体相近，但更加扩散。中年人的居住分布比青年人或总体的范围都更小，集中于外
环线以内，沿地铁线略向外围拓展。老年人居住则更向心化，明显的聚居空间基本不超
过外环。总体上，随着年龄的增加，上海居民的居住分布向中心城区集聚。

以到城市中心（人民广场）的直线距离表征居住区位，最近的0 km，最远的70 km，
中位数 13.9 km，均值 16.3 km；25%居民住在离市中心 8.4 km的距离内，另有 25%居民
的居住地离市中心超过21.5 km。以相对稳健的中位数比较各年龄段的居住区位（图3），
距离明显的随龄增长而递减，离散度也同时减少。

3.2 就业空间特征
上海市总体就业分布如图 4所示，相较居住分布，其向中心城区集聚的态势更强，

呈现东西向带状分布特征，范围基本不超过外环。就业高密度集聚区位于内环以内。不
同年龄段居民的通勤空间分布差异要比居住空间小得多，也与总体相差不大；随年龄的
增加，通勤空间的东西向带状分布特征弱化。
3.3 通勤距离特征

个人直线通勤距离亦呈现长尾分布，最短的为 1 km，最长的为 113 km，中位数为
7.8 km，均值10.8 km；25%居民的通勤距离低于4.5 km，另有25%居民的通勤距离超过

注：白点为中位数；黑柱下端为25%分位数，上端为75%分位数；曲线为分布概率。

图3 2017年上海市居民分年龄居住区位样本分布
Fig. 3 Residential location distributions by the age group of the sample in Shanghai i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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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km。各年龄段的通勤距离整体上显现
随年龄增长而先增加后递减的态势 （图
5）。平均通勤距离最长的年龄段是 30~39
岁；19~29岁人群的通勤距离分布与 40~49
岁人群接近，可能因为该年龄段中有相当
部分职住接近的大学生群体，降低了平均
通勤距离。

4 职住优化效应

4.1 通勤距离优化
经换居模拟后，从实际通勤到最短通

勤状态，发生换居的个人数占样本量的
95.5%，各年龄段也都在94%以上。所有样
本的通勤距离最小为 0 km，最大为 81
km，中位数为 2 km，平均 3.4 km，比现状
大幅减少。各年龄段的通勤距离分布总体
呈现由青到老递减的态势（图 6），但差距

图4 2017年上海市总体就业密度样本分布
Fig. 4 Overall employment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the

sample in Shanghai in 2017

图5 2017年上海市分年龄通勤距离样本分布
Fig. 5 Commuting distance distributions by the age group of the samplein Shanghai i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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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减少。从减少的量看，最大值为111 km，中位数为4.8 km，均值为7.5 km；减少量
总体亦随年龄递减，减少最多的是30~39岁人群，中位数为5.2 km。

上海市域总体的过剩通勤为69%，即职住优化后的总通勤距离为现状总通勤距离的
31%。各年龄段的过剩通勤分别为：67% （19~29岁）、68.6% （30~39岁）、72.5% （40~
49岁）、73.5%（50~59岁）、73%（60~69岁）、72.9%（70岁以上），基本随年龄增大而增
加。图7对不同年龄群体换居前后通勤距离的中位数进行对比，其中实线为原通勤距离

图6 2017年上海市分年龄优化通勤距离样本分布
Fig. 6 Optimized commuting distance distributions by the age group of the sample in Shanghai in 2017

图7 上海市分年龄原通勤距离与通勤距离减少
Fig. 7 Commuting distance changes by the age group of the sample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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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换居后通勤距离减少量的总体中位数。可见，总体上一个年龄段人群的原通勤距离越
长，通勤距离的减少也越多；但其中19~29岁年轻人偏离总体趋势，距离缩短较少，这
还是可能与大学生人群有关[27]，他们的通勤已经较短，优化的空间很小。老年人的原通
勤距离和距离减少量都比较少，但其过剩通勤是高于总体平均的；这反映出过剩通勤指
标的相对特性，与绝对变化量结合起来看才更有助于决策判断。
4.2 职住空间优化

换居后总体居住区位分布不变。对个人而言，到中心距离减少最多的为 56 km，增
加最多的为67 km，中位数为0.50 km，均值为0 km。变化发生在各年龄段，而老近少远
的态势仍然比较明显（图8），且40~49岁的群体距中心距离最远。就距中心距离变化而
言，19~29岁人群人均减少0.9 km，30~39岁人群以减少0.5 km次之，其他人群人均都为
0 km。

同时，人口年龄空间分布和通勤需求（总通勤距离）分布发生结构性变化（图 9）。
青年人居住总体向中心城区集中，在近郊区呈点状减少。增加区域集中于中心城区西南
部的漕河泾、莘庄、武宁路和地铁13号线西部沿线，以及内环路东部沿线；明显减少的
地区主要是松江泗泾、嘉定新城、宝山区江杨北路地段、浦东金桥、张江、三林。相应
地，青年人的通勤需求也大幅降低，范围遍布中心城区、近郊区以及远郊区，其中内环
西北沿线地区的减少程度最大。

图8 上海市分年龄优化居住区位样本分布
Fig. 8 Optimized residential location distributions by the age group of the sample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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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人换居后在中心城区的居住密度下降，在近郊区新城的居住密度有所升高，总
体态势几乎与青年人相反。其通勤密度的降低在中心城区更加显著，高值点位于内环西
北沿线的中山公园、武宁路地区、杨浦区鞍山地区以及闵行莘庄地区。老年人换居后居
住密度降低主要发生在内环以内的核心区，并扩散到中环西部和北部沿线，在近郊区以
及远郊区则略有增加。同时，其通勤需求在内环的浦西部分也显著地减少。

图9 上海市分年龄优化居住变化及通勤总距离变化样本分布
Fig. 9 Distributions of residential changes and commuting distance changes after the optimization by the age group

of the sample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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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换居后青年人向中心城区居住，中年人和老年人则向郊区迁移；各年龄
的通勤需求均减少，减少的空间范围由青年向老年逐渐向中心城区集中，内环附近城市
核心区的减少程度最大。

5 讨论

以上分析显示，过剩通勤视角下上海的职住关系有着很大的优化空间，且对于不同
年龄的人群有着不同的优化路径和效应。达到理想职住关系的关键，居住和就业空间的
良好关系是一方面，最根本的是这种关系是否映射到人的居住和就业空间。为了减少过
剩通勤，空间规划和更新的任务也不仅仅是调整居住和就业空间，还要同时调配公共设
施、交通设施，制定相关政策来引导不同年龄人群作出于自身和社会都有利的决策，提
高人的居住和就业空间的流动性，促成理想的城市年龄空间结构。

（1）上海职住关系的代际差异显著，老中青逐次下降。上海市域的现状职住关系在
老中青3个年龄段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可以归结为——青年人是劣势群体，老年人是
优势群体，中年人介于其中。从市域层面来看，总体以及3类人群的居住空间分布都基
本上呈现以中心城区为核心的单中心结构，青年人的分布空间最广，在近郊新城呈点状
分布；中年人和老年人的空间范围依次向中心城区收缩。这种的格局的形成显然是城市
空间由内向外地扩张方式，以及地铁线路分布的直接结果：在中心城区居住空间有限、
住房价格高昂、远距离交通成本可接受的推动和吸引下，年轻人更可能在城市外围择居[40]。
原因二是主要的公共设施或者与中心城区同等质量的公共服务并未随城市同步外拓，中
心城区仍是三级甲等医院、高水平专科医院的集中地，老年人生活有赖于此。原因三是
人们对居住空间具有“粘性”，特别是老年人，搬离生活已久、环境熟悉的中心城区，习
惯和感情上都较难接受。原因四是通勤空间的范围比居住空间小得多，3个年龄段之间
的差别不大，都集聚于中环以内，以内环核心区为最高值点。这些原因相叠加而导致通
勤距离由青年至老年递减。不过19~29岁群体的通勤距离不是最远的，这其中有短距通
勤的大学生的原因，也因为单身比例较大，他们的居住需求可以相对灵活地满足，通过
租赁较小的住房或者合租，在就业地附近居住。而面临事业起步、幼儿养育、落实住房
的30~39岁“夹心层”群体，就不得不在外围地区为家庭提供更加可承受的住房，同时
忍受较长距离的通勤。

（2）上海职住关系优化的潜力巨大，青年人最难优化。全市的过剩通勤为69%，换
居可以使得居民总通勤距离仅为现状的31%。与既有的上海过剩通勤研究相比，基于行
政区间岗位互补方法的估计为58%[41]，基于将手机信令数据整合到交通小区方法的估计
为 62%[14]。本文也将网格数据整合到以行政街道为单元的空间后，得到过剩通勤为
63.3%。从理论上说，本文通过模拟交换个人居住地、遵循帕莱托最优、双方互利规则得
到可能是目前最为准确的上海市过剩通勤估计；从实证上看，它在较多的约束下，甚至
比用假定交换职住地的传统线性规划方法得到的过剩通勤估计还要高，说明其具有更高
的精度，且实现了传统方法无法实现的代际分析。即便只是换居，有超过样本量95%的
个体发生了交换，意味着职住关系优化是非常广泛的民生问题。

青年人的过剩通勤比中老年人要低，但这是否意味着前者的职住关系比后者更好？
大学生已经达到职住平衡；而对于那些就业的年轻人，他们的职住关系优化比中老年人
更困难，因为这些人数量最多，现状通勤距离较长，整体处于劣势，在单一的就业空间
结构下，能找到互利交换的对象的可能性就比较低。反观中老年人，他们的现状通勤距
离较短，人数较少，整体处于优势，能找到互换对象的可能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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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海市职住关系优化的效应巨大，青年人获得感最大。过剩通勤测度的是通勤
改善的相对潜力，与优化的绝对程度结合起来看才全面。换居使得所有年龄群体的平均
通勤距离大幅减少，尽管青年长—老年短的趋势依然，但代际差异已不足千米；原先通
勤最长的30~39岁青年人减少最多，对他们来说也许是最重要的缓释。通勤距离减少而
带动的时间、精力、污染治理、交通管理等成本的节约，将非常可观。青年人的居住区
位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而中老年人总体不变。所以综合起来看，职住关系优化是非
零和游戏，它使绝大多数人受益，其中青年的获得感也许最大。

（4）换居将使得城市年龄空间结构发生质变，中心城区需青年化。青年人将从郊区
向中心城区集聚，而中老年人将从中心城区向郊区外迁。鉴于以上职住关系优化在改善
城市生态环境、降低城市运维成本、提升城市社会公平上的诸多吸引力，中心城区青年化
—外围地区中老年化应该作为规划和政策的努力方向。城市的人口在代际更替，城市的空
间也需要更新，规划和政策制定应该抓住这种契机来改变城市功能结构和年龄空间结构。

首先，上海市就业空间在中环以内高度集聚，远小于居住空间，是造成高过剩通勤
的主要原因，所以疏散就业空间将起到最大的作用。制定有效地引导企业外迁的规划和
政策需要理论支撑，但目前对于企业选址行为的研究还相当缺乏，今后需要重点加强。
其次，就业空间的高度集聚决定于当下的经济规律和社会总体价值取向，一时难以改
变；以此为前提，如果城市的居住、公共服务、商业服务的功能布局和管理政策不作调
整，那么当老一辈逝去，比青年人更富有的中年人将占据老年人的空间，较富有的中青
年人占据那些中年人的空间，最年轻的人还是在城市边缘；该过程周而复始，当前青年
劣势—老年优势的年龄空间结构会一直存在下去，高度过剩通勤将一直存在下去。所以
规划和政策应该给年轻人更多关照，在市中心供应更多适合青年人的居住产品（如小户
型、集合型、租赁型住房）和公共服务（如运动设施、社交场所），而在城市外围供应更
多面向中老年人的住房（如核心家庭住房、养老型住房）、设施和服务（如菜场、医院、
学校）；在政策和制度保障方面，鼓励城市中心地区以租住为主，增强居住空间的人员流
动性。再次，在交通服务供应上，将工作重心由注重中心城区向外围辐射的交通线网，
转向加强外围居住和就业节点之间的交通基础设施和线路服务；并适当放开公交价格机
制，提高市场定价的比例，调节出行需求。运用综合手段，培育由青年到老年、由租房
到购房、由中心到外围的人口年龄空间结构良性循环。

6 结论

本文基于手机网格数据，通过个人换居模拟替代传统基于线性规划的过剩通勤算
法，估计了可能是目前最为准确的上海市过剩通勤，并在不同年龄段间开展分析，估计
职住关系优化效应及其代际差异。发现上海市居民的职住关系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青
年人是劣势群体，老年人是优势群体，中年人介于其间；上海全市过剩通勤为69%，涉
及95%的个体，职住关系优化的潜力和效应巨大，可使得通勤距离显著减少，代际分异
缓和，青年人的获得感最大，城市年龄空间结构更加均衡。提出规划和政策应以理想的
城市年龄空间结构为目标，以提高人的居住和就业空间的流动性、青年化城市中心、中
老年化城市外围为途径。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年龄视角的过剩通勤以及职住优化探讨，填补以往研究的空
缺，同时为上海以及中国类似城市的规划和治理提供启发。其中可能最重要的是在工作
方向上的反思，面对城市人口老龄化，近年来学界和业界都予以很多投入，却对中青年
有生力量关心不够。城市发展应该顺应老龄化还是改变它？本文结论倾向于后者，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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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年龄空间结构，使其与功能结构相匹配，应该作为长期努力的目标。本研究的方法
贡献是用大样本个体数据以帕莱托原则进行过剩通勤估计，相比传统方法的假定更加贴
近实际，估计也更精确；随着数据来源的丰富，该方法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本研究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过剩通勤估计在理论上和根本上基于个人的就业和居
住选择，这些选择的实际机制要远复杂于通勤距离最短化[20, 24, 42-43]，而且这种选择多数情
况下是以家庭为单位的[44]。如此一来，换居换业就不那么容易实现，更准确的过剩通勤
应该比本研究的结果要低，甚至低得多。基于家庭、多要素、多选择机制的过剩通勤估
计方法应该作为未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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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s of
job-housing optimization in Shanghai

ZHU Wei1, LIANG Xuemei1, GUI Zhao2, FENG Yongheng2, YAN Jia2

(1.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2. Smart Steps Digital Technology Co. Ltd., Beijing 100031, China)

Abstract: Job- housing relationship in city has always been a concern of scholars. Excess
commuting is a well- accepted concept for evaluating commuting efficiency and potential of
optimizing it. By calculating difference between observed commute and theoretical minimum
commute, excess commuting can measure to what extent the commute of a city is wasted.
Studies on excess commuting are rather scarce in China, especially in perspective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Using the mobile phone grid data in September 2017 in Shanghai,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sidential locations, job locations, and commuting distances of three age groups,
namely, the young, the middle and the old. To calculate their excess commuting, a modified
algorithm is devised, simulating individuals exchanging their residence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Pareto Optimality, so that no one has to sacrifice their status quo. The new method also uses
large-scale individual data instead of small-scale aggregate origin-destination data adopted in
the traditional linear programming method. The job- housing relationships under the optimal
commuting are estimated and compared between age group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re
is an evident inter- generational differentiation in the job- housing relationships. The young
people are the disadvantaged group with the longest commute distances and the farthest
residence locations from the city center; the elderly are the dominant group with the shortest
commute distances and the closest residence locations from the city center; the middle-aged are
in-between. (2) The excess commuting rate in Shanghai is 69%, indicating a large potential in
optimizing the job-housing relationships. (3) The benefits of the optimization are immense: the
average commuting distance declines, the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tiation moderates, and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population age becomes more balanced. (4) The young group will benefit
most from this proces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spatial planning and policy making of Shanghai
should set a target for an ideal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urban population age, so as to increase
the fluidity of the job and housing spaces, youthen the city center, and make the perimeter areas
more livable for the middle-age and old people.
Keywords: job-housing relationship; excess commuting; age; mobile phone grid data;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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